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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80%以上时间在室内度过, 室内空气环境质量对人的

健康、舒适和工作效率有重要影响. 采用节能低碳方式营造

健康舒适的室内空气环境是“健康中国”与“双碳”目标国家战

略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建筑空气环境研究范式存在以下不足:
人的热舒适状况主要基于主观感受调研, 人的健康状况主要

基于患病率调研; 空气环境监测参数在种类、时空分布上非

常有限; 传统室内空气热质过程优化主要基于工程热力学和

传热传质学, 前者仅适用于平衡态下的热-功转换过程, 后者

虽有强化概念但缺乏优化概念, 在确定建筑环境涉及湿和多

种污染物的非平衡态热-质-功的复杂过程优化时遇到实质性

困难. 为此, 室内空气环境领域的一些重要基础科学问题难

以破解: 室内空气环境对人健康、舒适和工效的关键影响因

素及影响机理, 室内空气环境达到目标状态的理想热质过程

确定方法及实现途径. 为克服传统理论局限, 作者基于近年

来的科研探索和思考, 提出了构建建筑空气环境人因工程学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采用现代技术(如环境和生理信息实时采

集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深入揭示建筑空气环

境与人的关系; 参照建筑节能核心概念“性能因子(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简称能效比)”, 提出了“健康收益因子

(coefficient of health-benefit, COH; 简称健效比)”和“经济效益

因子(coefficient of economy-benefit, COE; 简称经效比)”; 借

鉴分析力学最小作用量原理, 提出以COE为作用量, 确定健

康舒适、节能低碳建筑环境理想热质过程. 上述思路和方法

还可为研究者建立建筑环境人因工程学提供借鉴.

1 室内空气环境领域回顾和当前的挑战与
机遇
空气、水和食物是维持人生命的三要素, 一般成人三者

日摄入量分别约为15、2和2.3 kg [1]; 人一生中80%以上的时

间在室内度过[2]. 因此, 室内空气环境质量对人的健康、舒适

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室内(包括建筑室内、交通工具封闭空间内、地下空间

内等)空气环境(indoor air)包括室内气候(indoor climate)和室

内空气质量(indoor air quality)两部分, 前者关注的对象主要

为室内空气的温度、湿度与流动速度, 应满足人们生产、生

活、科学实验和国防等需求; 后者关注的对象主要为空气中

的各种成分及浓度, 应保障人的健康、舒适或对目标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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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如字画、文物)的影响在可接受范围内. 由于本文主要

讨论室内空气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 不涉及对其他生物类别

和物品的影响, 故只涉及“人因学”. 为此, 人们首先要认知室

内空气环境对人健康、舒适和工效的影响要素和影响机制,
其次要研发实现的技术途径. 这一过程既不会一蹴而就, 也

不会一劳永逸, 而会不断受到社会新需求和科技新进展的

“双轮驱动”而持续发展.
室内空气环境的科学认知与现代技术发展历史并不长.

Priestley (1733~1804年)发现空气中维持人生存的关键成分

是氧气; Scheele (1742~1786年)和Lavoisier (1743~1794年)发
现空气实际上是一系列气体的混合物, 并揭示了氧气在呼吸

中的作用以及人耗氧量与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
由此二氧化碳浓度被当作空气新鲜度(freshness)的量度[3].
Pettenkofer (1818~1901年)注意到人对空气质量的感觉不满

意程度不仅受空气的温度、湿度和CO2浓度的影响, 而且和

人皮肤与呼吸释放的有机物种类及浓度相关. 为此, 他指出:
CO2本身并不重要, 但可作为空气质量可接受度的指示物(in-
dicator). 1858年, 他在关于居住建筑通风的书中指出, 为保证

人的舒适, 室内CO2浓度不应高于1000 ppm (对于CO2, 1 ppm
= 1.80 mg/m3), 这个数值后被称为Pettenkofer数[3]. Billings[4]

出版了《通风原理和热舒适》一书, 通风量的确定主要考虑

人体释放的气味和热舒适需求. Yaglou等人[5]提出根据人的

气味感知可接受度确定通风量, 被其后的标准广泛应用[6,7].
20世纪初空气调节(air-conditioning, 简称空调)的发明是

室内空气环境营造的里程碑事件. 为解决印刷车间温湿度不

稳定造成的印刷质量问题, 美国开利(Carrier)博士1902年开

始研发的室内空气温度和湿度调节装置于1907年获得了发

明专利, 他还创建了焓湿图以定量描述热湿处理过程, 奠定

了空调技术应用的设备和理论基础. 随着空调技术和设备的

不断发展, 空调已走出初期的“生产车间”, 逐渐成为满足人们

居住、办公和公共建筑与交通工具等环境温湿度舒适要求

的必备手段, 甚至被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称为20世纪最

伟大的发明之一. 与此相伴的是, 室内空气环境热舒适理论

也随之诞生并不断发展. Fanger教授[8]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

了预测平均评价(predicted mean vote, PMV)概念, 并以此构

建了描述人体在均匀稳态条件下热舒适程度的PMV方程, 揭

示了PMV和室内环境平均辐射温度、空气温度、湿度、流

速、人体活动状况(对应新陈代谢率)与服装热阻间的关联关

系. 后来, 研究者开展了大量研究, 丰富并拓展了热舒适理

论[9~13]. 需要指出的是, 迄今的热舒适理论还未涉及可能会

影响人热感觉的环境因素, 如光、声、空气质量、环境色彩

和场景. 但生活经验告诉我们, 这些PMV方程中尚未考虑的

因素会对人的热感觉有所影响. 譬如, 房间其他条件相同时,
内表面分别呈现暖色或冷色, 人的热感觉会有所不同. 与此

类似, 感知空气质量(perceived air quality)不仅受空气中成分

和浓度的影响, 还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 在相同的房间条件

下 , 温度和相对湿度较低的空气环境 , 感知空气质量较

高[14,15].
1952年, 英国伦敦出现严重大气污染(后被称为Great

London Smog), 数周内造成数千人死亡[16]; 20世纪60年代,
发达国家许多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车间空气污染问题开

始引起社会关注. 为此, 美国成立了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组织(Occupa-
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OSHA). 室内空气质

量也随后成为EPA和OSHA的关注和控制对象.
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能源危机, 提高能效、减少能耗开

始引发全球关注. 如何实现建筑节能减排成为全世界建筑及

相关领域的共同追求. 为此,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率先

降低建筑新风量并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 美国采暖、

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
erating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于1981年修

订的新风量标准就显著降低了新风量[6]. 2019年全球建筑能

耗(主要为采暖和空调能耗)不断攀升, 约占社会总能耗的

30%, 并排放约28%由化石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 [17].
2019年我国建筑运行能耗11.1亿tce(碳标准煤当量, 1 tce =
29.3 GJ), CO2排放22亿吨[18]. 为降低建筑新风的采暖和空调

能耗, 不少国家和地区提高了建筑密闭性要求, 但同时也引

发了因新风量不足而导致的健康问题.
20世纪下半叶起, 大量人工合成材料和化学品由于性能

优越、价格低廉, 开始被广泛用于建筑材料、建筑装饰装修

材料以及各类室内用品中, 其中一些会释放对人体健康有害

的物质, 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emi-volatile organic com-
pounds, SVOCs)[19,20]. VOCs中的甲醛、苯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确定为一级致癌物.这些材

料引发的室内空气化学污染问题首先出现在美国等发达国

家, 强调建筑节能后建筑气密性的增强和新风风量的减少又

加剧了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 引发了病态建筑综合征(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建筑相关疾病(building related ill-
ness, BRI)和多种化学物过敏(multiple chemical sensitivity,
MCS)问题. 《柳叶刀》(Lancet)刊文指出[21], 2019年全球归

因空气中PM2.5和臭氧污染的早死人数达到667.2万人. 由于

人在室内外逗留时间比约为10꞉1, 因此上述污染暴露主要在

室内. Logue等人[22]研究发现, 美国室内空气污染引发的慢性

健康危害导致的以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表征的疾病负担为每10万人400~1100 DALYs,
其中PM2.5、丙烯醛、甲醛的贡献率排名前三.

Sundell[23]指出: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现代疾病’与
‘现代暴露’密切相关, 对那些现代才出现的新型化学物质, 人
类还没有足够的时间适应以致产生新的疾病——‘现代疾病’,
其致病机理尚不清楚, 相关研究非常缺乏, 大多数必须的科

学研究还没有进行, 甚至还没有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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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室内空气环境问

题出现的时间比发达国家滞后了约20年. 1978年起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 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非常迅猛, 发达国家约半个

世纪前先后遇到的问题在我国21世纪之交前后几乎同时出

现, 且问题更严峻、更复杂. 2003年, 时任总理温家宝同志多

次强调: 在中国, 再小的事乘以13亿都是大事. 更何况室内空

气环境质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关乎健康和民生的大事. 其中

一些主要问题包括:
(1)我国20世纪90年代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冬季仅

考虑满足我国秦岭-淮河以北严寒和寒冷地区人们的集中供

暖需求[24].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 夏热冬冷

地区居民的采暖需求也日益增高, 并开始自行使用各种设备

满足这一需求. 但该地区建筑围护结构保温性能欠佳, 如何

兼顾该地区的室外气象条件和居民生活习俗, 发展与推广合

适的冬季采暖方式及相应的围护结构改善技术, 是今后室内

空气环境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2)室外大气污染依然严峻. 虽然2012年我国颁布了《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 其后又采取了系列措施

使大气污染问题逐年缓解, 但目前不少地区PM2.5浓度仍未达

到该标准年均浓度35 μg/m3的要求, 更远高于新颁布的WHO
标准年均浓度5 μg/m3的要求[25]. 大气污染物的室外暴露及其

通过建筑通风和渗风进入室内的室内暴露, 危害着人们的健

康. 《柳叶刀》指出[21], 2019年中国归因PM2.5和臭氧污染的

早死人数达184.8万人, 占全球空气污染早死人数的27.7%, 位
居世界各国之首.

(3) 室内空气挥发性化学污染依然严重. 1990年以来, 我
国每年新建建筑面积都在10亿平方米左右, 既有建筑改造量

近年来也正在持续增加. 无论对新建建筑还是既有建筑改造,
以人造板为主要原材料的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和复合木家具

在室内环境中都被大量使用, 其中一些会释放以甲醛、苯为

代表的VOCs [26], 导致我国一些城市的甲醛、苯等VOCs污染

比国际上很多国家或地区的城市更严重[27,28]. 此外, 增塑剂、

阻燃剂等SVOCs的健康危害引起研究者关注: 一些SVOCs如
增塑剂邻苯二甲酸酯会导致儿童哮喘[29]

、男性生殖系统疾

病[30]
、免疫功能损害[31]和女童乳房发育早熟[32]等.
(4)我国不少欠发达农村地区, 平时炊事或冬季采暖采用

劣质煤炭或生物质燃料在室内空间燃烧并缺乏高效排烟系

统, 造成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 危害人们健康, 甚至造成一些

地区譬如云南宣威地区的高肺癌患病率[33]. 很多欠发达地区

的农村炊事取暖引发的室内空气污染问题目前仍未得到根

本性解决[34,35].
(5) 20世纪末, 我国室内空气质量问题调研非常有限, 因

此2002年颁布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
主要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或发达国家标准, 主控污染物及其阈

值的确定符合我国国情不足, 一个显著标志是PM2.5尚未

列入.

(6) 很多传染性疾病如流感、肺结核、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SARS)、禽流感、H1N1病毒感染都会通过空气传播,
且主要感染空间在通风不畅的室内环境[36,37]. 2020年初全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 给全世界带来巨大

危害, 截至2021年12月28日24时, 全球确诊病例超过2.81亿
人, 死亡超过540万人[38]. 上述传染病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也不断引发人们对传染病空气传播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室内

空气安全的深入思考[39,40].
我国对空气环境质量高度重视. 2016年, 中共中央、国

务院颁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建筑空气环境健康

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20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四个面向: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 2021年, 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双碳”目标国家战略, 即我国在2030年实现碳

达峰, 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
“健康中国”和“双碳”目标国家战略, 为建筑环境研究者

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甚至会引发科学和技术革命. 抓住机

遇、应对挑战, 需要认知其中的重要基础科学问题, 并分别

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认真思考破解这些问题的新思路和

新途径.

2 室内空气环境领域存在的问题
在室内环境热舒适领域, 亟待解决的社会需求问题为:

(1)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 如何既能控制建筑能耗和碳排放

的增长, 又能营造出舒适的室内热环境, 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对建筑环境品质的要求? (2)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
对室内热环境的营造目标除了实现较高的舒适度, 还应重点

关注健康影响, 舒适是否等同于健康? 什么样的室内热环境

营造理念和技术策略有利于保障人体的热健康?
与之相关的关键科学和技术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方面:
(1) 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对人体热舒适影响差异的机理

尚待明晰. 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 人对风、光、声等多种环

境因素的感受往往比人工环境更愉悦. 现有研究通过比较功

率谱密度、湍流度等气流动态特征参数, 已能够从物理层面

揭示自然风和机械风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为何会引起人体感

觉的不同, 其机理仍待进一步揭示. 这一问题的解决, 将深化

热环境对人影响机理的认知, 进而通过更科学的建筑设计策

略和设备系统, 营造出更接近大自然的室内环境, 在不增加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人的舒适度.
(2) 室内热经历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机制亟待系统和深入

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 长时间处于稳定的空调采暖环境中, 会
导致人体热应激调节能力下降, 提高病态建筑综合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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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41,42]. 目前, 有不同学者采用皮肤温度、核心温度、血流

量、热应激蛋白、棕色脂肪等多种指标开展人体热生理研

究[42~44]. 从能够反映人体热健康的关键指标筛选、范围界定,
到深入解释短期热经历和长期热经历对人体热健康的影响

机制, 仍需要开展系统和深入的机理研究. 这一问题的解决,
有助于人们明确室内热环境的健康营造理念, 应采用稳定的

“恒态”营造模式, 还是更接近自然的“动态”调节模式.
(3) 基于“精准热服务”理念的人体冷热需求识别与调控

技术亟待研发. 传统的空调采暖设备, 通过对流、辐射形式

将大量的冷热量释放到室内空间, 其中只有少部分作用到人

体, 造成了能量的浪费, 也难以满足个体之间差异化的冷热

需求. 未来的室内热环境营造应立足于精准服务理念, 在人

的个体尺度甚至局部实现冷热精准调节, 既有利于提升人员

满意度, 又能放宽室内整体环境的温度范围, 从而降低空调

采暖能耗. 为了实现“精准热服务”, 首先需对人体冷热需求

进行精准识别, 其次应具备个体尺度或人体局部尺度的冷热

调节装置, 其中涉及基础理论研究与设备研发, 是热舒适领

域的新兴热点.
在室内空气质量方面, 亟待解决的社会需求问题为: (1)

我国统一要求的和不同地区、不同建筑类型分别要求的室

内空气污染物应该控什么? 控多严? (2)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效

果如何评价? (3) 室内空气污染应该如何节能低碳地防控?
(4) 如何构建健康增强效果的室内空气环境, 譬如具有良好

森林环境的清新空气? (5) 如何节能低碳地综合控制室内空

气热湿环境和空气质量?
以上问题具体表现在:
(1) 很多室内空气单种污染物或多种污染物组合体暴露

剂量与人体效应间的关系即D-R(dose-response)关系尚不清

晰. 以往由于测试技术和成本的限制, 室内空气环境中污染

物监测在污染物种类、浓度测试精度、测试时间跨度和空

间分布上严重不足, 难以较为准确地确定室内人群空气环境

中污染物的暴露剂量, 从而难以准确获取室内空气污染暴露

导致的人体效应.
(2) 室内空气环境健康增强因素及其健康增强机制不清

晰. 以往研究主要聚焦在降低空气污染物对人健康的负面影

响, 而对如何通过改善室内空气环境质量增进健康则鲜有涉

及. 实际上, 健康建筑不仅是防病建筑, 还应是健康增强建筑.
不明晰室内空气环境健康增强因素及其健康增强机制, 就无

法构建真正的健康建筑.
(3) 室内空气环境理想热质过程确定原理与方法亟待研

究. 传统室内空气热湿环境过程优化主要基于工程热力学和

传热传质学, 前者仅适用于平衡态下的热-功转换过程分析,
后者虽有强化概念但缺乏优化概念, 在确定涉及建筑环境中

水蒸气和多种污染物非平衡态热-质-功的复杂过程优化(最
节能或最节资)时遇到实质性困难, 难以确定室内空气环境达

到目标状态的理想热质过程及实现途径.

此外, 在健康舒适、低碳节能的建筑空气环境构建过程

中, 会涉及建筑、建材、家具、家电、自动控制等多个行业,
不同行业采用不同的技术术语和标准, 常出现“车不同轨、

字不同文”的现象. 譬如, 以往在建材行业, 材料污染程度仅

用目标污染物“含量”或“释放率”, 即单位面积材料的污染物

释放速率表示, 但含量高并不意味着释放率高, 而释放率受

环境因素(如空气温度、相对湿度、空气流速、承载率)影
响, 实验条件下测得的释放率并不能推广到实际使用条件.
在建筑行业, 室内空气质量设计评价或称预评价需要建材的

释放特性参数(例如, 对于VOCs而言, 包括初始可释放量C0、

扩散系数D和分配系数K), 但建材行业的技术和标准常不涉

及. 这样一来,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价成为“少米之炊”, 难
以大规模实施. 建筑室内空气污染负荷指标和空气净化处理

设备的能力指标间也存在技术和标准不匹配的问题, 导致空

气净化设备的合理选型和运行优化也难以开展. 实际上, 行

业分割导致的问题还很多, 上述问题只是“管中窥豹”而已.

3 克服理论局限和行业分割问题是破解上述
问题的关键
破解上述问题, 不仅需要克服传统理论局限的新思路和

新方法, 还需要学科间的融汇和行业间的贯通. 需秉承“以应

用带基础、以全局统局部、以交叉促创新, 以合作求发展”
理念, 把室内空气环境与人的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性基础科学

问题来对待, 从不同方面对这只“大象”进行全面和深入剖析,
避免“盲人摸象”式片面性认知. 在此基础上, 建立室内空气环

境人因工程学, 并在相关行业间贯通应用. 具体思考和建议

如下:
(1) 需要通过医工结合破解室内空气环境健康相关的基

础科学问题. 室内空气质量控制涉及工程科学和医学, 两者

在过程特性、关注参数和数学基础方面差异显著, 参见图1.
顺着污染物从源传递到人体的过程, 描述参数依次为工程科

学采用的“浓度”、连接工程科学和医学的暴露科学采用的

“剂量”即浓度对暴露时间的积分量、医学采用的“生物标志

物水平”和“疾病程度”[45]. 其中, 工程科学描述的过程一般为

确定性过程, 常用数理方程描述; 医学描述的过程一般为非

确定性过程, 常用概率论和统计学描述. 只有工程科学和医

学的良好合作, 才能很好解决建筑环境的健康舒适问题, 犹

如两者握手, 才能形成H, 即Health的大写首字母.
(2)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和技术手段, 揭示室内空气环境

要素对人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 如图2所示, 以往受技术手

段局限, 室内空气环境监测参数从种类到数量都非常有限,
基本只监测空气温度和湿度, 很多重要的参数如CO2浓度、

PM2.5浓度、甲醛浓度等鲜有实时监测; 人的生理参数获取主

要靠体检, 平时基本没有较为广泛的生理参数监测, 而人的

空气环境热舒适程度主要基于问卷调研, 生理反应指标监测

较少; 健康状况主要依赖于流行病学调研. 由于环境参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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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参数的种类和数量严重不足, 难以深入认知室内空气环

境对人健康和舒适的影响程度和机制.
近年来, 空气环境参数在线监测技术取得长足进步, 大

量实时温度、湿度、CO2浓度、甲醛、苯系物、总挥发性有

机物即TVOC等污染物浓度探测器问世, 但其中甲醛、苯系

物、TVOC的浓度实时探测器往往价格和准确度难以同时令

人满意, 规模化应用尚有困难. 此外, 一些价格适中的可监测

人体生理参数的穿戴设备也应运而生, 可实时监测一些生理

参数如血压(blood pressure, BP)、心率(heart rate, HR)、心率

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血氧浓度、心理压力、

睡眠状况(睡眠时长、深睡眠/浅睡眠/快速眼动睡眠/时长及

比例、呼吸质量、醒来次数), 且可无线传输进入云平台. 此

外, 还有大量生理和心理研究型仪器可监测人在不同空气环

境下的生理和心理指标.
在获得室内空气环境参数与人体生理参数的数据后, 如

何通过关联性分析来认知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包括关联关

系和因果关系)? 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大数据分析技术为我们

破解上述难题提供了手段.
经典统计学是大数据分析坚实的理论基础, 它与确定性

方法不同, 通过概率描述从已观测到的样本数据去推断总体

特征. 统计学方法可以刻画单组或多组样本数据的特征和关

系, 比如描述数据本身的特征(数字特征、拟合优度检验、单

样本假设检验等), 比较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多样本假设

检验、列联表分析、相关分析等), 或者探索数据内部的结

构(聚类分析、判别分析、主成分分析、多维尺度分析、因

子分析)等[46,47]. 统计学方法也可以挖掘多个自变量与因变量

图 1 室内空气污染从源到人的全过程一览
Figure 1 Schematic of the whole process of indo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图 2 传统方法局限及建筑空气环境人因工程学特点一览
Figure 2 Schematic of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the salient features of “Ergonomics for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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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定量关联关系, 包括常见的线性回归模型、广义线性

模型(逻辑回归、泊松回归)、方差分析/协方差分析、时间

序列分析和生存分析等[48,49]. 此外, 20世纪末, 统计学领域又

兴起了因果推断理论, 来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而非关联

关系, 并应用到流行病学、生物医学, 甚至近年来的经济

学、社会科学领域中[50,51].
机器学习则是基于统计学方法, 与数学、计算机等多学

科交叉融合所产生的新研究领域, 本质上基于数据驱动思想,
适用于解决海量数据的预测和分析问题. 机器学习方法大体

可分为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两大类. 监督学习是利用有标

注的数据(既有自变量X, 又有因变量Y的数值), 解决分类、标

注、回归等实际问题的一大类方法. 常见的监督学习方法包

括决策树、朴素贝叶斯法、支持向量机、隐马尔可夫模

型、k近邻法、期望极大算法(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EM).
无监督学习指的是利用无标注的数据(数据只有多个变量X
的数值), 解决聚类、降维的问题, 常见方法包括k均值聚类、

主成分分析、语义分析和图分析. 机器学习方法最终常转化

为模型超参数的优化问题: 在海量数据驱动下, 利用交叉验

证方法, 以训练集来实现模型学习, 以测试集的损失函数最

小为目标函数, 利用优化理论求解该优化问题[52].
经典统计学方法与机器学习方法各有特点. 前者涉及的

模型往往有着清晰的物理意义, 模型不要求数据量很大, 既

可研究关联关系, 也可研究因果关系; 后者要求数据量很大,
其预测结果的精准性往往会高于经典统计学模型. 但由于机

器学习方法常属于黑箱模型, 其解释能力较统计学方法要差,
而且只能研究关联关系, 无法刻画因果关系. 两类大数据分

析方法的比较见表1[53,54].
采用哪种大数据分析方法, 需要针对不同问题的特点来

选择. 下面举例说明.
应用场景1: 室内空气环境对人体热舒适的影响. 在建筑

室内环境热舒适评价中, Fanger教授[8]提出了预测平均评价

PMV指标及评价方法, 但他并没有考虑环境色彩、声环境和

光环境等因素对热舒适都可能造成影响. 关于空气质量, 已

有研究表明, 人对空气质量的感知与对热环境的感知存在某

种关联. 例如, 温度和湿度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即时感知和适

应性感知都有显著影响[55]; 在恒定的污染水平下, 感知的空

气质量随着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升高而下降. 温度和湿度对空

气质量感知的影响随着空气污染程度的增加而减小, 而污染

程度对空气质量感知的影响随着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增加而

减小[14], 因此降低室内空气温度和湿度可以显著改善感知空

气质量. 本文作者团队针对室外热环境进行的问卷调研结果

发现, 有大比例被调研者的回答是“室外空气很清新”, 表明人

们日常容易将对热环境和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感受混杂在一

起. 然而, 上述影响很难通过物理意义清晰的统计模型来描

述. 一个值得探索的途径是, 在未来的研究中结合广泛的室

内环境参数传感监测数据与相应的人群生理指标和主观判

断结果, 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获得环境参数与人体反应的关联

关系.
应用场景2: 室内空气环境对人健康的影响. 室内空气环

境中暴露因素众多, 包括温度、湿度、多种室内空气污染物

浓度. 识别、筛选出室内空气环境中与人体健康有关的暴露

因素(这需要医学专家参与), 并确定其与预期健康结局的关

联关系, 对保障室内人体健康极为关键, 这也是目前新兴的

暴露组学(exposome)关注的内容. 其难点在于暴露因素的高

维度、暴露因素间的共线性、暴露的时间变异性. 一个值得

探索的途径是, 在未来研究中, 可基于实时监测设备(如具有

生理数据采集功能的手环、手表)获得的长时间人群生理指

标(如血压、心率、心率变异性、精神压力、睡眠长度和质

量、脑电波等)大数据, 采用大数据分析方法, 选出室内空气

环境中对人健康有显著影响的暴露因素. 在此基础上, 进一

步对因果关系进行深入探究, 这不仅需要毒理学研究者参与,
还需要工程科学和医学研究者合作, 进行暴露参数的干预研

究, 以确定某个(些)暴露因素控制后的健康影响. 具体案例可

参考4.3小节.
(3) 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关联, 构建室内空气环境

人因工程学. 所谓建筑空气环境人因学, 就是关于室内空气

环境对人健康、舒适和工效的影响规律和机理的学问. 建筑

空气环境的热舒适理论是其重要内涵, 室内空气质量对人的

健康和工效的影响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相对来说, 前者比

较成熟并自成体系, 属于传统建筑环境学的范畴; 而后者涉

及的空气成分、浓度和人的效应关系尚不清晰, 且以往被认

为属于医学领域范畴. 我们的观点是: 医学大类中的公共卫

生学和毒理学应该成为建筑环境人因学的理论基础, 就像物

理学、热力学是传热学、工程热力学的理论基础一样, 两者

并不冲突, 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参见图2.
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客观物理世界中各种自

发运动都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 牛顿三定律是经典牛顿力学

最核心的内容, 但分析力学中依据“最小作用量原理”可导出

牛顿三定律, 换言之, 牛顿三定律并不是该理论的出发点, 而
是该理论的导出规律. 它不同于以“力”为核心概念的牛顿力

学, 而是以“能”为核心概念的理论体系, 不仅反映了与经典

牛顿力学方法论的变化, 而且体现了世界观的不同. 费马以

光程为作用量, 发现光的运动符合“光程最短原理”, 导出了

光学中的反射定律和折射定律. Zhang等人[56]以功/热量即W/

表 1 两类大数据分析方法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big data analysis methods

数据分析
方法

数据量需求 模型精度
模型解释

能力
研究关系

经典统计学 中等 较高 较高
关联关系、
因果关系

机器学习 大 高 较低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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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为作用量, 导出了热力学中的卡诺定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
建筑室内空气环境营造和运维的本质是热量和质量的

传递及其相伴的能量转换, 涉及的热学理论有传热传质学和

工程热力学. 借助于分析力学的思路和方法, 可以构建建筑

环境分析热质学, 它可克服传统热学理论的局限: 热-功转换

过程为平衡态, 传热传质过程仅有强化没有优化, 复杂的非

平衡态热质过程无法优化. 传统热学理论一般采用正问题方

法“由因求果”, 求局部对整体性能的影响, 采用的数学基础为

微积分;分析热质学采用反问题方法“由果索因”,求整体性能

对局部的要求, 采用的数学基础为泛函分析[56].
当我们改造世界时, 我们可选定最主要目标或多目标折

合(最终必须是标量单变量)作为“作用量”, 仿照物理世界的

“最小作用量原理”构造过程优化问题, 从而获得具体过程的

最优解.
在认知室内空气环境对人的影响规律和机理的基础上,

就获得了人预期空气环境参数范围, 以控制代价为“作用量”
并令其达到极小值, 就可确定相关理想热质过程, 参见图3.
这种理念和方法就构成了室内空气环境人因工程学的核心

内容, 包括室内空气环境人因学和建筑环境分析热质学两部

分, 参见图2.
将室内空气环境放在室内环境大框架下, 可以将室内空

气环境人因工程学的方法拓展, 助力构建考虑室内空气环

境、声环境、光环境相互作用的室内环境人因工程学. 当然,
从理念和设想到成熟的理论还有太多的研究工作要做. 譬如,
室内环境的满意度如何表征和评价? 笔者认为, 可以参照绿

色建筑和健康建筑的分级打分法, 用雷达图评判室内环境热

湿环境、空气质量、声环境、光环境、色彩、空间等方面

的满意度(按人的主观评价)或达标度(按环境参数指标的客

观评价). 而室内环境人因工程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室内环境

的某个状态处理到一个人们预设的状态, 并满足代价(能耗或

费用)最小的原则.
利用节能低碳方法构建健康舒适室内环境, 不仅需要相

关学科交叉融合, 而且需要相关行业协同攻关. 实际上, 人类

对建筑环境的要求很多, 安全、健康、舒适、美观、节能、

低碳、智能、价格适宜等都是这样要求的具体表述. 要实现

此目标, 首先需要有通用的学术语言. 实际上, 数学语言就是

自然科学领域的“世界语”. 如果所有的过程都可以获得相应

的数字结构, 那么多种学科的“方言”也自然可以统一在数字

结构这个“世界语系”之中了. 随着监测技术与设备、互联网

和物联网的迅猛发展, 室内空气环境数据和人生理反应数据

可越来越方便和准确地获得. 与此同时, 机器学习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与相关设备也快速发展, 对大数据的分析能力有

了质的提升, 并实现了自学习功能, 这些都为以“机理认知-规
律应用-智能控制”为特点的建筑环境人因工程学的实现提供

了理论、技术和设备基础. 这其中, 还需要贯通相关行业, 实
现全局最优. 在这个全局关联中, 参照建筑节能核心概念“性
能因子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COP; 简称能效比)”, 我们

提出了健康环境核心概念“健康收益因子(coefficient of
health-benefit, COH; =health-benefit/control-cost; 简称健效

比)”和统一优化节能和健康建筑环境控制的核心概念“经济

效益因子(coefficient of economic-benefit, COE; =economic-
benefit/economic-cost; 简称经效比)”概念. COH可评价室内空

气质量或舒适健康控制代价带来的健康收益, 如果大于1, 就

应推荐采用; COE可评价综合控制代价带来的综合经济收益,
如果大于1, 就应该推荐采用. COP为建筑节能领域的核心概

念, COH为建筑环境健康领域的核心概念, COE为反映跨领

域综合控制(还可包括声、光、色彩等)途径优劣的核心概

念, 它的分子是经济收益, 分母是控制代价, 均用货币单位,
因此可贯通不同领域, 实现“以全局统局部”的全局最优, 并在

此前提下把经济效益分解到相关领域, 实现“以合作求发展”,
避免某领域追求单领域利益最大化而损坏全局利益.

4 研究案例
本处案例并非提供涉及问题的完备研究结果, 而是说明

图 3 基于“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理想热质过程确定
Figure 3 The determination approach of an ideal heat and mass process by using the least action principle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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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上述概念和方法确定室内空气环境控制方案或策

略. 由于研究工作所限, 本文涉及的内容还非常有限, 希望读

者能通过自身的研究, 突破上述局限, 不断拓展建筑环境人

因工程学的外延和内涵.

4.1 室内环境综合因素对人体舒适性和工作效率的
影响机理研究

人体的热舒适性和工作效率受室内声、光、热、空气

质量、色彩、场景等环境因素共同影响. Dong等人[57]对2000
年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 早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

两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舒适性的影响. 例如: 声、热

研究发现, 热舒适随着噪音提升而降低, 而在合适的温度下,
对声音的舒适感会提升, 恼怒厌烦则会减少; 光、热研究表

明, 明亮度和松弛度受到房间温度的显著影响; 声、光研究

发现, 松弛度受到声音的显著影响[58~61]. Cao等人[62]在北

京、上海的公共建筑中对温度、照度、噪声级、CO2浓度进

行了实测, 通过回归分析给出了人员总体满意度与上述各环

境参数的定量关系. Huang等人[63]通过在办公室中营造不同

噪声级、照度、温度组合的工况进行实验, 发现在办公环境

中, 温度的可接受范围为20.9~30.4°C, 光的照度为300 lux, 噪
声在49.6 dB以下; 同时指出, 温度和噪声舒适度等级对整体

舒适度等级有一票否决效果.
室内环境综合因素对人员工作效率的影响也是目前室

内环境科学领域关注的热点. Hygge和Knez[64]发现噪音和温

度的交互作用对于长期记忆影响显著, 低噪音、较高温度对

人复述单词能力最有利. Liebl等人[65]则发现低等级、高识别

度的噪音会显著削弱短期记忆、理解能力和健康舒适, 动态

照明会导致视觉注意力分散.
上述研究表明, 声、光、热、空气质量等因素对人体舒

适性和工作效率的交互影响是普遍存在的, 大部分结论符合

学科既有研究经验, 舒适性参数区间也遵循各学科规律. 但

遗憾的是,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同一种类的环境参数之间的

相互影响, 不同种类的环境参数之间的交互影响则很少研究.
例如, Fang等人[14]发现热环境对感知的空气质量存在影响,
但人们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感受是否会影响人体的热感觉则

鲜有涉及. 又比如, 很多学者认为色温的冷暖和照度水平的

高低对人体的热舒适也会有影响, 但却缺乏定量的研究成果

发表. 至于声、光、热、空气质量对环境质量影响的综合评

价, 迄今为止也只有少量的研究发表. 因此, 今后应针对室内

环境多因素交叉影响下的人体舒适性和工效机理进行重点

探究, 确定各环境因素的影响权重, 以指导未来建筑的室内

综合环境性能设计与运行.

4.2 室内热环境的个体和局部时间与空间控制方式
的节能效果研究

尽管声光环境对人体的整体舒适感会有影响, 但对人体

舒适性以及建筑能耗影响最大的还是热环境参数. 在常规的

夏季空调环境中, 身着夏装的人在环境温度为26°C时会感到

热中性, 这时人体皮肤的平均温度为33.7°C, 与室温的温差为

7.7°C. 当室温升到30°C时, 环境温度与中性皮温之差为

3.7°C, 因传热温差太小而导致偏热不适. 这时, 就需要采用

辅助方式来扩大人体与外界的传热温差. 常规的方法是利用

空调系统把整个房间的室温从30°C降到26°C. 目前, 这种空

调降温方式的制冷蒸发温度往往需达到5°C以下, 整个空调

系统的COP最高不超过5.0. 如果对人体局部进行接触式降

温, 根据作者团队研究成果可知, 在室温为30°C的环境下, 冷
却座椅表面温度26°C [66,67]

、降低马甲表面温度27°C [68]就可

以维持人体的热中性. 为了把与人体接触的冷却表面维持在

26~27°C, 则需要有一个从26~27°C的表面向30°C环境空气转

移热量的热泵. 与现有常规空调系统的制冷温差相比, 其温

差小得多, 系统COP不难达到5.0, 该方式节能效果显著.
在室温30°C的条件下, 一把冷却座椅的椅背和坐垫表面

总供冷量为15 W就可满足一个人的热舒适需求, 如果其制冷

COP为5.0, 其电功率仅为3 W. 如果办公建筑内人员密度为

5 m2(建筑面积)/人, 一夏季按工作时间880 h计, 则办公建筑

内单纯冷却座椅的单位建筑面积年电耗为0.53 kW h/(m2 a).
根据模拟分析, 北京办公建筑夏季空调室内设定温度从

26°C提高到30°C, 耗冷量下降77%[66]. 其原因是不仅室温提

高后空调冷负荷会降低, 而且当室温不超过30°C时就不需要

开空调, 有效减少了空调开启时间. 如果采用部分负荷时系

统COP变化不大的空调方式, 则相当于空调耗电量也下降

了77%.
根据作者团队的现场调查和文献[69]的调研数据, 北京市

采用集中和半集中空调的办公建筑夏季单位建筑面积空调

电耗处于25~45 kW h/(m2 a)的范围. 以一个单位建筑面积空

调电耗为40 kW h/(m2 a)的某办公建筑为例, 如果将其夏季空

调温度设定值从26°C提高到30°C, 则空调电耗就会下降至

9.2 kW h/(m2 a). 加上冷却座椅的电耗0.53 kW h/(m2 a), 则夏

季空调电耗仅需9.73 kW h/(m2 a), 不到原空调电耗的1/4.
因此, 未来开发小温差、小热流密度、高COP的小型热

泵, 将会有力地推动现有的、全空间的室内热环境控制方式

向个体、局部时间和局部空间控制方式的变革, 有效地降低

建筑的空调能耗和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4.3 室内空气污染主控污染物阈值的确定

我国民用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依据的标准《室内空

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中主控污染物没有PM2.5, 其
修订版补充了此缺陷, 但其室内阈值如何确定仍是非常重要

但意见不一的问题. 完全按世界卫生组织室内空气质量指南

的要求定在年均浓度5 μg/m3, 不符合我国国情. 为此, 我们提

出按疾病负担和经济收益来确定我国室内空气PM2.5及其他

主控污染物阈值的思路. Xiang等人[70]基于中国2015年33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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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大气PM2.5浓度监测数据, 利用PM2.5已有的D-R关系,
估算了各省份人群的室内外PM2.5综合暴露浓度及其导致的

早死人数, 发现当年25岁以上人口中, 室外PM2.5导致的早死

人数高达38.9万人, 其中81%系室外PM2.5渗透进入室内造成

的暴露所致. 当室内年均PM2.5浓度控制到35和10 μg/m3时,
其导致的早死人数可分别降低1.4万人和16.2万人. Xiang等
人[71]还探讨了不同的室内PM2.5日均限值带来的早死人数和

经济损失减少量, 发现当室内PM2.5日均限值设定在75、
37.5、25 μg/m3时, 其导致的早死人数分别可以减少1.69万
人、8.77万人、16.55万人, 相应的经济损失可减少57亿美

元、294亿美元、552亿美元. 采用类似方法, Xiang等人[72,73]

评估了中国2015年339个城市的臭氧暴露导致的早死人数,
发现室内外的臭氧暴露造成了7.08万人早死, 而其中室内的

臭氧暴露贡献了59%, 中国现行的室内臭氧时均浓度限值对

减少早死人数作用甚微, 建议未来臭氧时均限值设定在30
ppb以下.

以上研究仅考虑了室内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影响,
不够全面. 本文以PM2.5的疾病负担水平, 进一步探讨了我国

室内PM2.5浓度阈值确定方法. 我们基于渗透系数法, 估计出

中国各省和直辖市2017年室内PM2 . 5水平 (全国均值为

33.2 μg/m3), 并估算出室内外PM2.5暴露造成的疾病负担为

4.11×104千人年. 不同的室内PM2.5年均浓度阈值对疾病负担

及相应经济损失的影响如图4所示. 如果将室内PM2.5年均浓

度阈值设定在18 μg/m3, 其造成的疾病负担可以降低20%, 共

降低8.22×103千人年, 相应经济损失可减少4.90×103亿元; 如

果将室内PM2.5年均浓度阈值设定在13 μg/m3, 其造成的疾病

负担可以降低30%, 共降低1.22×104千人年, 相应经济损失可

减少7.30×103亿元.
在实际工程控制中, 还需要综合考虑健康收益与控制代

价的平衡, 此时可借助经济效益因子COE进行室内空气污染

物浓度阈值的分析. 本文以北京住宅标准卧室[26]的PM2.5控制

为例, 估算了不同室内PM2.5年均浓度阈值对COE的影响.
(1) 建筑信息. 北京标准卧室信息[26], 面积16.5 m2, 2人,

四季的渗风、通风换气次数已知[74].
(2) 控制要求. 夏季空调设定温湿度分别为26°C, RH

60%, 空调COP为3.4; 冬季集中采暖, 分户热计量, 室内设定

温度20°C; 室内CO2浓度不超过1000 ppm. 室内PM2.5按设定

年均浓度阈值进行控制.
(3) 控制设备. 采用空气净化器, 额定CADR (clean air

delivery rate) 为360 m3/h, 售价1740元, 5档调节, 能效

8.5 m3 h–1 W–1, 滤网容尘量24000 mg, 滤网更换费用290元;
净化设备的使用寿命按10年计算.

(4) 计算说明. 人员PM2.5暴露估算按每天12 h在住宅, 4 h
在室外, 8 h在办公室计算; 办公室PM2.5年均浓度按25 μg/m3

计算; PM2.5暴露导致的疾病负担按照全球疾病负担项目的标

准算法[21,75]计算, 对应的1伤残调整寿命年经济损失等于北京

当年人均GDP [76]; 采用空气净化设备后的健康收益根据健康

经济损失降低量估算.
(5) 计算结果. 如图4所示, COE随着室内PM2.5年均阈值

的降低而降低. 当室内PM2.5年均阈值高于3 μg/m3时, COE均
大于1, 说明室内PM2.5控制基本可不考虑能耗和投资代价. 与
此相反, 室外大气PM2.5控制往往代价很高, 因此PM2.5暴露的

防控应重在室内.
实际上, 今后亟待提高较为准确的多种典型室内污染物

引发的早死人数和疾病负担的数据量, 这需要医工结合, 做

好顶层设计, 开展有规划和组织的规模性调研, 为我国室内

空气质量控制提供重要基础数据.

4.4 基于健康风险的室内空气净化方式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研究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是全国范围内室内空气质量控

制的标准依据, 但对某些地区、某些建筑类型和某些新出现

的问题(譬如4.3节的负离子空气净化器对健康的影响问题),
该标准尚难以包罗万象. 为此, 需要研究者因地制宜, 及时开

展相关研究, 发现问题并对症下药, 把这些局部的、早期的

问题解决在“萌芽”阶段. 笔者以一些集中、分散式净化系统/
设备可能的健康风险问题为例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

(1) 集中净化系统. Day等人[77]和Xiang等人[78]采用干预

实验和生物标志物评价的方法, 研究了短期使用(2~4周)粗效

过滤器、高效过滤器(high efficiency particulate air filter,
HEPA)和静电除尘(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 ESP)的复合集中

净化系统对PM2.5和O3暴露及人健康的影响. 研究发现, 相比

于仅使用粗效过滤器, 使用粗效过滤器+HEPA的组合形式使

得室内PM2.5浓度降低80%以上, 总暴露降低40%~50%; 然而,
如在系统中增加ESP, 室内O3浓度、PM2.5和超细颗粒物浓度

均会升高; 使用HEPA能有效降低血栓风险, 而使用ESP会显

图 4 室内PM2.5年均浓度阈值对疾病负担、经济损失、COE的影响
Figure 4 Effects of indoor PM2.5 thresholds on the burden of disease,
corresponding economic costs, and C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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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大血栓风险. 此外, 该研究首次发现低浓度O3暴露(低于

能影响肺功能的暴露浓度)能增大血栓风险, 为改善国内外标

准中室内O3限值提供了科学依据.
(2) 分散式净化设备. Cui等人[79,80]招募了70名上海大学

生受试者, 开展了短期使用(约13 h)空气净化器对室内PM2.5

浓度、暴露水平和健康风险(用生物标志物指代)的影响. 研

究发现, HEPA型空气净化器能使室内PM2.5浓度降低70%, 总
暴露降低约40%; 使用净化器的受试者呼吸阻抗Z5下降7.1%,
总气道阻力R5下降7.4%, 周边气道黏性阻力R5~R20下降

20.3%;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下降

了17.5%, 血栓风险明显下降. 相比HEPA空气净化器, 负离子

空气净化器具有净化能效高、成本低、噪音低等优点, 但其

在降低PM2.5浓度的同时, 会产生大量的负离子. Liu等人[81]对

56名北京的健康大学生开展了随机交叉试验, 对学生所居住

的宿舍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了监测, 并定期对其生理指

标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 负离子连同其在空气中的反应产

物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不利影响, 需谨慎选用负离子净化器作

为减少PM2.5暴露的手段. 这对在中小学教室具有快速推广态

势的负离子空气净化应用提出了质疑, 并呼吁更多的研究者

给予关注和研究.
基于上述研究, 教育部《中小学教室空气质量和控制要

求》(JY/T 0636-2021)中提到“臭氧、负离子等会增加全身氧

化应激水平, 因此对于安装这类净化装置应慎重. ”

4.5 利用“最小作用量原理”确定室内空气温湿度和
污染物浓度综合优化控制策略

在室内空气质量的控制方面, 以往采用“由因求果”的正

问题思路, 即预设几种净化设备形式和运行策略, 比较能耗和

费用, 在有限方案中寻找“较优”方案, 但无法确定无穷多方案

中的“最优”方案. 同时, 现有空气质量的控制通常只关心空气

质量, 未考虑与室内空气温湿度的综合控制. 因此, 对给定气

候区域和污染条件下的室内空气温湿度和污染物浓度的最佳

综合控制方案, 需要采用以目标为导向的反问题求解方法, 即
以满足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和温湿度要求为约束条件, 以控

制代价(能耗或费用)作为作用量, 以该作用量最小为优化目

标, 求解室内空气温湿度和污染物浓度综合优化控制策略.
Sun等人[82]基于上述方法, 得到了满足室内PM2.5和VOC

浓度限值和热舒适要求时能耗最小的新风系统运行策略. 当

有多种室内目标污染物时, 保障室内多种空气目标污染物浓

度中在不同时间段最不易达标的刚好达标, 空气处理过程能

耗最小, 即新风系统风量应对应max[Ci/Ci,阈值]=1(污染物种类

i=1,2,3,…), 见图4.

4.6 室内空气环境控制健效比COH和经济效益因
子COE分析

以北京住宅标准卧室[26]的PM2.5控制为例, 采用2017年室

外气象数据及PM2.5浓度[83], 估算了对应的COH和COE.
(1) 建筑信息. 同4.3节.
(2) 控制要求. 室内PM2.5按设定年均浓度阈值[84]进行控

制. 其他同4.3节.
(3) 控制设备. (a) 空气净化器, 参数同4.3节; (b) 新风机,

额定新风量170 m3 / h , 售价6643元 , 5档调节 , 能效

2.6 m3 h–1 W–1, PM2.5过滤效率95%, 夏季热回收效率40%, 冬

季热回收效率45%, 滤网容尘量6000 mg, 滤网更换费用212
元. 净化设备的使用寿命按10年计算.

(4) 计算说明. 同4.3节.
(5)计算结果.采用空气净化器, COH=COE=3.08;采用新

风机, COH=0.71, COE=0.70. 因此, 在北京地区的住宅中, 我

图 5 室内空气质量优化控制原理示意图
Figure 5 Schematic of the optimized control principle of indoor air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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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推荐采用空气净化器. 具体计算过程详见补充材料.

5 结论
为建筑环境领域响应“健康中国”和“双碳”目标国家战

略, 应对相应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 本文基于近年来相关行

业的科技进步并结合作者自身的科研实践和思考, 提出了构

建室内空气环境人因工程学的思路、方法和一些值得研究

的问题, 旨在引发相关领域研究者的研发兴趣, 共同为营造

健康舒适、低碳节能的室内空气环境乃至建筑环境做出不

愧对时代要求的原创贡献.

致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51521005, 51976106)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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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onomics for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Problems, reflec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Jinhan Mo1,2†, Bin Cao1,2†, Ningrui Liu1,2, Zhiwei Sun1,2, Ying Xu1,2, Yingxin Zhu1,2* &
Yinping Zhan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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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ijing Key Lab of Indoor Air Quality Evaluation and Control, Beijing 100084, China
† Equally contributed to this work
*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zhuyx@tsinghua.edu.cn; zhangyp@tsinghua.edu.cn

People spend over 80% of their time indoors. 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uman health,
comfort and productivity. Applying energy-efficient and low-carbon methods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comfortable indoor
environment is strongly requested by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of “Healthy China” and “Peak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Carbon Neutrality”. The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studying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has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Human
thermal comfort information mainly comes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s; human health inform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morbility and mortality rate; indoor air parameters that are monitored are very limited regarding their
types 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s; the traditional method to optimize the heat and mass transfer processes of
indoor air is based upon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and heat and mass transfer, in which the former is only applicable to
the heat-work conversion processes under equilibrium states, while the latter lacks the concept of optimization and thus
encounters substantial difficulties when dealing with complex non-equilibrium processes involving heat, mass, and work.
Due to these intrinsic limitations, the following fundamental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on human responses have not been well identified and interpreted; and the ideal
heat and mass transfer processes for a desired indoor air enviro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optimized engineering
approach have not been determined.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put forward a framework of “Ergonomics for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It is based upon modern technologies (e.g., online sensing technology for indoor air parameters and
human responses, and big data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echnologies, including machine learning). By referring to the key
parameter in the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field, COP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we put forward two new parameters,
COH (coefficient of health-benefit) and COE (coefficient of economy-benefit). The theory can identify an ideal heat and
mass transfer process by using the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 and taking COE as the index of “action”, where the “ideal”
means that the target indoor air environment can meet all healthy and thermal comfort requirements while the economic
cost is minimal. This approach is also helpful for researchers to develop Ergonomics for Indoor Air Environments.

building environment, thermal comfort, indoor air quality, analytical heat and mass transfer,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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